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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初期女司机形象的生成与多重文化意义
——以电影剧本《女司机》《马兰花开》为例

刘 传 霞

摘要：女司机群体的生成是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强国的国家设想、苏联工业化生产与妇女运动经验、共

产党的妇女解放理论与实践等共同作用的结果。文学艺术中的女司机形象体现了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

的构想与实践，具有多重文化意义。由葛琴、林艺两位女作家创作的电影剧本《女司机》《马兰花开》再现了

新中国初期妇女解放之历史盛况，成功塑造了火车司机孙桂兰、推土机手马兰两个艺术形象。女司机——

作为具有社会和性别革命双重意义的新事物、新形象，既从阶级和性别两个层面完成了社会主义妇女解放

的目标，证明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优越性，建构了社会主义新型性别关系，同时也彰显了新中国工业化建设

的巨大成就，为工业化大生产召唤了更多的建设者。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20世纪50-70年代女司机形象

长廊里，最大的群体是女拖拉机手，驰骋在丰收大地上的女拖拉机手，既能体现社会主义时代农业机械化

大发展，又能在深层意义上接续传统性别观，潜在地满足人们对“女性气质”“女性特征”的理解与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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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司机是指操控飞机、火车、轮船、汽车、推土机、吊车、拖拉机、摩托车等现代交通

运输、搬运装卸器械的人。长期以来，这些与现代技术相联系的机器操控者或者说使用者都是男

性，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却一下子涌现出了大量的女司机，工业、农业、航海、航空等领域都活跃

着女司机的身影。女司机也成为小说、诗歌、电影、绘画、歌曲等文学艺术形式争相表现的对象，出

现了众多女司机形象。电影《女司机》（1951年）、《马兰花开》（1956年）①是两部出自女剧作家之手，

反映新中国初期女司机工作生活的作品。《女司机》是葛琴在深入大连中长铁路火车女司机训练营

——诞生了新中国第一位火车女司机田桂英的地方——进行20多天实地生活体验后完成的创作；

《马兰花开》是林艺满腔热情地奔赴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线，担任兰新铁路土石方工程队支部副书

记时创作的，作品以新中国第一位女推土机手、铁道部西北干线工程局土方队推土机女工胡友梅

为原型。文学与艺术中的女司机形象不仅仅是现实中女司机的客观再现，它体现了新中国政治文

化的构想与实践，具有多重文化象征意义和实践指导作用。这两部出自女作家之手的电影作品在

新中国初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反映了中国劳动妇女生活与命运的巨大转变，参与了新中国国家

建设和女性解放之路径的想象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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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女司机群体生成的历史与现实语境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伴随着资本主义现代工业的发展，中国社会已经出现驾驶汽车、摩托车、飞

机等现代交通工具的女司机，女司机形象也时常会在报纸、画报、月份牌等现代媒体上出现，但是，在

那个时期女司机大都来自上层阶级和知识分子，女司机本身就凤毛麟角、寥若晨星。新中国成立后

不久，来自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女司机突然喷薄而出，以群体姿态出现，并且女司机形象成为现代媒

体和文学艺术广泛宣传、大力塑造的对象。之所以发生这样的突变，与新中国初期社会政治经济设

计及文化政策有着密切关联：这是社会主义工业强国的国家设想、苏联妇女解放经验、共产党的妇女

理论实践等共同作用的结果。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一场以农民为主体

的农民革命，但是，工业化却一直是共产党人对未来国家设计与想象的重要内容。早在1925年，毛

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指出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在1944年8月31日给

《解放日报》社社长博古的信中，针对解放区家庭关系的问题，毛泽东表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

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不能永远获得

机器，我们就不能永远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中国民主

社会的重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①在1945年4月24日中共七大

政治报告中毛泽东明确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

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我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②在1949 年3月

5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强调：“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

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

家。”③现代机械化生产只是工业化进程的一个起点，机械化不只是工业领域，还包括农业、矿业、交

通等领域。工业生产了火车、轮船、飞机、汽车、推土机、吊车、拖拉机等交通机械，而这些便捷有力

的现代运输、装卸机械又推动了工业化的快速发展。现代工业化建设需要大量能够操控这些大机

器的人才，于是司机就在国家对工业化的渴望中被培养出来。中国大规模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是

从1953年开始的，而基于对工业化现代国家的想象与设计，共产党人早在40年代末就在东北地区

启动了对工业基地的重建与扩建工作，所以，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个火车女司机班组——田桂英的

“三八”号火车包车组、第一个女拖拉机队——梁军拖拉机队，都诞生在东北这块土地上。

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强国的国家愿景使具有操控交通运输、装卸搬运技能的司机在新中国成为一

种重要职业。而在新中国初期女性能够在这一行当中脱颖而出、以群体的态势出现，并得到国家意

识形态高度肯定、获得女性自我认同，这与新中国对苏联妇女运动和实践经验的借鉴学习是分不开

的。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采取的是苏联模式，苏联在工业化建设过程中大力发动妇女参加生产

建设，苏联妇女成为重工业建设的重要力量。苏联成功地培养出了火车司机、飞行员、拖拉机手等女

司机，作为苏联新时代妇女典范，她们的事迹在中国不仅以文字的形式在《人民日报》《中国妇女》等

国家媒体上被深入地宣传报道，而且被制作成电影、连环画等在中国城乡广泛地传播扩散。苏联各

行业女司机的成功，给中国妇女树立了可以借鉴与学习的样本；而国家意识形态的奖掖与扶持，使妇

女获得了力量和自信，敢于突破传统的性别藩篱迈进被男性垄断的行列。新中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

① 毛泽东：《致秦邦宪》，《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8-239页。

②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081页。

③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4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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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军在观看了苏联电影《巾帼英雄》后，被电影中女拖拉机手形象芭莎所感动，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看了巾帼英雄里面有一个叫巴莎的女英雄，她会开拖拉机，她的勇敢使我感动，当一个拖拉机手那

是多么光荣。”①芭莎激发了梁军做一个拖拉机手的梦想。新中国第一个火车女司机田桂英偶然在苏

联专家家中看到了苏联火车女司机的照片，燃起了她做新中国火车女司机的愿望。②在新中国第一

批女司机的成长之路上，苏联妇女在社会主义工业建设中所创造的“奇迹”起了非常大的启发与鼓动

作用。苏联女司机所树立的崭新女性形象给予中国妇女女性角色认同带来启发与激励，而苏联专家

则给予中国妇女具体技术指导与培训，像田桂英等女司机就是在苏联专家亲自培训与指导下，从普

通工厂女工成长为新中国第一批火车女司机。

操控交通运输、装卸搬运等现代机械，需要体力，更需要文化知识。即使在新中国，司机也是一

个值得炫耀和竞争的职业，如果没有国家政策保障，普通劳动妇女很难有机会跨入这一行列。马克

思主义非常重视妇女解放，始终把妇女解放和阶级解放融合在一起，认为妇女只有走出家庭参加社

会劳动才能获得解放，只有实行了阶级解放，妇女最终才能获得与男性平等的权利。1918年列宁在

《在全俄女工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曾说过，“没有广大劳动妇女的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是

不可能的”，“从一切解放的经验来看，革命的成败取决于妇女解放运动的进程”。③作为马克思主义

政党，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初就把妇女解放与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联系在一起。在1929年的古田会议

上，毛泽东就指出：“妇女占人口半数，劳动妇女在经济上的地位和她们特别受压迫的状况，不但证明

妇女对革命的迫切需要，而且是决定革命胜利的一个力量。”④ 在1939年延安举行的国际劳动妇女节

活动中，毛泽东进一步阐明：“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是密切联系着的，妇女解放运动应成为社会解放

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存在着。离开了社会解放运动，妇女解放是得不到的；同时，没有妇女运动，社

会解放也是不可能的。”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中，劳动妇女——作为中国妇女最大的

群体，也是生活最苦、受压迫最深的群体，始终被当成革命主体，解放劳动妇女是共产党妇女解放最

重要的目标。从苏区到解放区，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层面上实践着马克思主义的妇女理论。新中国成

立以后，依靠强大国家政权力量，中国共产党开始全方位地落实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念和理想，实

行男女平等。1949年9月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六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

和国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均有与男

子平等的权利。实行男女婚姻自由。”⑥ 由劳动妇女作为主体的女司机群体能够在新中国初期出现，

是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实践结果之一。

在1950-1952年期间，新中国第一个女火车班组、第一个女拖拉机队、第一批女航空人员、第一

批女摩托车运动员、第一批女坦克车手、第一个轮船女驾驶员、第一个女推土机手等纷纷涌现。国

家不仅扶持与培养这些勇敢踏入男性垄断行业的妇女，而且给予她们很高的荣誉。田桂英、梁军、

胡友梅等都被推举为全国劳动模范，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被安排到专门学校进一步学习

深造，逐步成长为所在行业的领导干部。她们的事迹不仅被《人民日报》《人民画报》《中国妇女》

《群众日报》等媒体做了专题报道，有的还进入教科书，画成连环画，拍成电影，印上了人民币。经

① 参见1951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纪录片《女拖拉机手》，编导沙丹，摄影钱渝，音乐陈文甲。

② 张琳：《火车女司机》，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版，第5页。

③ 列宁：《列宁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2-164页。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联合会编：《毛泽东主席论妇女》，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8年版，第9页。

⑤ 毛泽东：《妇女们团结起来》，《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0页。

⑥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5年版，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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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媒体宣传和文学艺术的传播，这些女司机成为新中国妇女的典型和样板，感染与召唤着更多劳

动妇女加入到了这一行列中，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重要力量。

二、女司机叙事的文学面相

葛琴的《女司机》和林艺的《马兰花开》书写了来自社会底层的劳动妇女走出家庭，在社会主义

交通工业建设中，如何克服体力、文化、技术上的重重困难，尤其是来自家庭、社会等方面的性别偏

见，一步步锻炼成为能够熟练地驾驭火车、推土机等现代化大机器的女司机。《女司机》记录了以司

机长孙桂兰为代表的一群未婚普通青年女工创立了新中国第一个全部由女性掌控的“三八”号火

车包车组的奋斗历程；《马兰花开》叙述了已婚妇女马兰离开家乡和城市，到西北边陲铁路建设工

地，由一个娇弱的家庭妇女锻炼成为新中国第一个优秀女推土机手的人生之路。

《女司机》《马兰花开》没有回避劳动妇女成为女司机之路途上所遭遇的重重困难。不论是内

燃机时代的火车司机，还是西北戈壁滩上的推土机手，都是工作环境恶劣、责任重大、技术要求高

的工种，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都提出了新要求，带来新挑战。15分钟要投280锹煤的投炭工作几乎

突破孙桂兰的体力极限，给推土机加油、加水等日常维护保养工作则考验了马兰的体力。况且，司

机不是简单的体力活儿，而是要初步掌握机车构造、制动机理、技术管理等内容的技术活。对于只

受过粗浅文化学习训练的孙桂兰、马兰来说，技术理论学习是一座必须逾越的高峰。孙桂兰因为

理论技术考试不及格差点被退出女司机训练营，马兰也因为看不懂推土机原理构造而苦恼万分。

如果说孙桂兰、马兰在体力和文化技术上所遭遇的困难是基于女性自然生理和历史遗留的原

因，那么，她们成长之路上最大压力和困难却来自家庭和社会的传统性别成见。传统性别观念不

仅在精神与理念上严重束缚与阻碍了劳动妇女走向社会，成为独立自主、自食其力的社会人，而且

还加重她们体力和文化技术上所遭遇的困难，使她们的前进之路步履维艰。妇女闯入男性行业，

在一些男性看来，这是对男性利益的侵占、对男性尊严的冒犯。驯服火车、推土机等大机器也是男

性气质、男性能力的彰显，如果女人进入这些男性专属公共空间并且像男性一样获得社会地位、受

到尊重，那么，男性在私人领域享有的地位和权威也会受到动摇。孙桂兰和马兰的师傅都是传统

性别角色和性别观的认同者和坚守者，他们反对妇女参加公共领域活动，更反对女性进入由男性

所掌控的行业。他们对孙桂兰和马兰这两个被单位领导硬派给自己的女徒弟充满了排斥感，不仅

不给予她们以技术上的指导，而且挖苦作弄、制造困难，想迫使她们知难而退。陆师傅不教给孙桂

兰投炭技巧，眼看着她体力透支也达不到要求标准。作为马兰的丈夫王福兴的朋友，胡阿根能够

把自己的房子腾出来给马兰、王福兴夫妇居住，却坚决反对马兰做推土机驾驶员，不仅以傲慢轻蔑

的态度对待刻苦学习推土机驾驶技术的马兰，打击马兰的学习热情，认为妇女开推土机是“让老母

鸡也来喔喔啼”①，而且对王福兴容忍妻子学开推土机之举也是极力嘲弄挖苦，责骂王福兴“连个家

主婆都不想养活了”，“把我们老师傅的脸都丢尽了”②，使马兰比较开明的丈夫王福兴不敢支持马

兰、不敢全心全意地向马兰传授驾驶与施工技术。王福兴的徒弟金桐，也不屑于跟女人家做“师兄

弟”，不断地作弄马兰，给马兰制造麻烦。除了来自保守异性的排斥与敌视之外，孙桂兰和马兰还

承受同性的误解，甚至是嘲弄与挖苦，那些将男权标准内化的妇女也将马兰看成另类。马兰的母

亲认为女人作为男人的家眷就应当被男人养，这是天经地义的“真理”；建设工地的随队家属们对

① 林艺：《马兰花开》，北京：艺术出版社1956年版，第45页。

② 林艺：《马兰花开》，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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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推土机驾驶技能的马兰冷嘲热讽，认为她是“有福不享，自找苦吃”，而且“瞪着眼睛冷笑着监

视她”。①由于《女司机》展现的是未婚青年女工的生活，而且孙桂兰所处的工作和学习环境是上级

领导组织安排的“女司机训练营”，因此，她遭遇的困境大多是由自身体力和文化水平所造成的。

《马兰花开》书写已婚已育的青年妇女，而且是单枪匹马闯入西北铁路建设工地，相比较而言，《马

兰花开》将劳动妇女进入重工业、大机械行业所遭遇的困境展现得更加充分。在马兰的成长历程

中，传统性别成见给马兰带来的心理压力和煎熬远远超过工作所需要付出的体力劳累之苦。

《女司机》《马兰花开》展现了劳动妇女新气质和新能力，塑造了社会主义劳动妇女新形象。孙

桂兰敦厚、质朴、泼辣，马兰聪慧、温柔、细腻，尽管她们性格差异很大，但是，都有一股不服输、勇往

直前的精神和勇气。她们都寻求做一个独立自主的人，对自己即将从事的新职业无限向往，把作

女司机当作是事业而不仅仅是谋生手段。在孙桂兰、马兰从家庭妇女到成为优秀女司机的路程

上，布满重重关卡，她们像“英雄好汉”，过五关斩六将，如果没有坚强意志、不屈决心，每一个关卡

都可能把她们击退回到传统性别角色之中，成为依附男性的家庭妇女。她们顶住传统成见打压，

抗住体力挑战，克服文化水平低的困难。朴拙要强的孙桂兰“早起，晚睡；别人休息，我不休息；别

人花一分气力，我花十分”②，不断练习、刻苦学习，终于能够独自坐在司机台上，驾驶着巨大的钢铁

机械驶过山川，穿过桥梁，奔驰在新中国的铁道线上。马兰顶着严寒酷暑、冒着油渍尘土，迎着体

力、技术上的困难，承受着母亲丈夫的不理解、师傅师兄的作弄挖苦，不退缩、不躲避，执着学习、虚

心求教。马兰坚定勇敢的精神、吃苦耐劳的品格、聪慧伶俐的领悟力、包容厚道的胸怀、关爱理解

他人的同情心，消解了来自师傅和师兄弟的敌意和歧视，赢得了队友的尊重、家人的理解，给城市

家庭妇女们开辟了一条新的人生之路。女推土机手马兰就像西北贫瘠土地上绚烂绽放的马兰花，

给这个世界带来了美丽和生机。

《女司机》《马兰花开》展现的新中国进行的社会结构变革以及实施的妇女解放政策，是劳动妇

女挣脱家庭角色束缚、成功走进传统男性行业并获取人生满足感、成就感、幸福感的重要保障。马

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与奴役是与阶级压迫相伴而生，是私有制发展的必然结

果。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底层劳动妇女已经进入中国工业化生产行业之中，资本主义大工业为劳

动妇女走出家门、参加社会生产提供了机会，但是，在私有制下以个人身份走进劳动力市场的劳动

妇女作为廉价的劳动力，成为被资本家和私人业主剥削和奴役的对象。在这种状态之下，妇女与

机器、与工业生产劳动形成对立、排斥的关系，大工业生产劳动带来了劳动妇女的异化，制造了新

的身体和心理痛楚。“进入生产空间的女性并没有在劳动中获得应有的社会尊严和身份认同，反而

处于一种性别越界造成的屈辱之中”。③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实行了公有制，社会结构变革带来

了工人与工业生产、工业机器之间关系的巨大改变，劳动者成为国家“主人”、工厂“主人”、机器“主

人”，生产发展、机器改进等活动与国家民族兴旺昌盛有关联，与劳动者自身的幸福指数相联系。

新中国所倡导的男女平等观念，让劳动妇女走进大工业生产领域的行为、寻求独立自主的思想，获

得了社会舆论或者说国家意识形态的支持，拥有了现实合法性；新中国所推行的切实有效的男女

平等政策，保障劳动妇女顺利迈入工业生产领域并且能够站稳脚跟取得成功。其实，孙桂兰和马

兰在学习驾驶火车和推土机的过程中，其身体所承受的苦痛并不比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里的

烟厂女工陈二妹、夏衍《包身工》里的纱厂女工“芦柴棒”、草明《万胜》里的缫丝厂女工万胜弱多少，

① 林艺：《马兰花开》，第25页。

② 钟惦棐：《评〈女司机〉》，《陆沉集》，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年版，第116页。

③ 马春花：《“女人开火车”：“十七年”文艺中的妇女、机器与现代性》，《文艺争鸣》201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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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她们精神上是愉悦的、情绪上是高昂的。如果没有社会结构改革所激发、催生出妇女对所从

事的社会生产工作的自豪感、对职业妇女的认同感，孙桂兰、马兰是难以克服重工业对女性生理、

心理上带来的巨大挑战；在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意识形态仍然盘踞在中国百姓集体无

意识里的时候，如果没有新中国妇女解放政策的保驾护航，没有高段长、徐教导员等上级领导对新

中国所倡导的男女平等国策的坚决落实与推行，闯入了男性行业与领域的孙桂兰、马兰，随时都会

被驱逐出列或者无奈地自我撤退。开火车、操控推土机，这些富有挑战性的工作激发了旧时代里

长期在社会底层挣扎的劳动妇女孙桂兰、马兰的创造力和潜力，她们在这具有僭越意味的劳动中

确立了社会主体地位，获得了自我身份认同，进而赢得了社会尊重、家庭理解。在电影《女司机》的

尾声中，孙桂兰所带领的“三八”号火车包车组赢得了巨大的社会声誉，她们操控的火车在人们的

欢呼声中驶向了远方。优秀推土机手马兰获得了母亲的理解、丈夫的赞美，与丈夫一起成为西北

铁路建设的主力军、中坚力量。孙桂兰、马兰——来自社会底层寻常、平凡的劳动妇女，在工业建

设之中为中国劳动妇女闯出了一条新路，她们带着底层劳动妇女从未有过的自信和骄傲，将劳动

妇女的人生之路越走越远，越走越开阔。

三、女司机形象的文化意义

首先，女司机形象大幅度地突破了传统性别角色规范，改写了劳动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的角色

与地位，促进社会主义时代新的性别关系的建立。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底层劳动妇女所进入的社会

劳动市场，主要是纺织、家政、护理等行业，这些行业的工作性质与传统劳动妇女在家庭中所从事的

劳作是相同、相通的，都是琐碎的、没有太多技术含量的服务性工作。从某种层面来看，这些社会工

作是妇女传统家庭角色的社会延展，不同的是劳动市场将妇女家庭中无偿服务变成社会中有偿劳动，

劳动妇女在一定程度上从男性/家庭的依附者变成了男性/家庭的供养者，所以，它们对传统性别角色

的挑战与突破是有限度的。火车、电车、汽车、推土机、拖拉机、飞机、轮船等交通运输工具司机，劳动

强度大、技术含量高、对人身体力量和脑力智慧有着更高要求，从它们诞生起就成为男性的专属行业

与职业，将妇女排斥在外，偶尔有特殊家庭背景的知识女性染指其中，很快就成为传奇和故事。

孙桂兰、马兰等普通劳动妇女闯进这一行业，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性别僭越，颠覆了人们对两

性社会分工和职业“性属”的认知；孙桂兰、马兰等普通劳动妇女在这些行业中所取得的骄人成就，

打破了人们对劳动妇女的刻板印象。旧时代被侮辱被损害的劳动妇女，在新时代成为历史的创造

者、现实的推动者。孙桂兰、马兰等出身于底层劳动人民的女司机形象，不仅冲破了男主外女主内

的家庭内性别角色分工，而且颠覆了家庭外社会性别角色分工，消除了行业或职业之间由传统性

别文化所设定的性别禁忌、性别区隔，拓展了妇女的生存空间和人生领域，让底层劳动妇女也获得

了人格独立与性别平等的权利，能够在更高远、更广阔的时空里展现生命活力和聪明才智，创造世

界、实现自我。电影《女司机》《马兰花开》向人们昭示，像孙桂兰、马兰这样长期被社会歧视、家庭

轻视的劳动妇女，一旦获得走进社会公共领域的权利和机会，她们完全可以与男性并肩作战，同样

负担起国家建设、社会发展的大任。同时，劳动妇女在社会领域的成功，也改善了家庭中的两性关

系、增加了夫妻之间的亲密感，使夫妻关系由男尊女卑的“夫唱妇随”到男女平等的“互助合作”。

《马兰花开》中随队家属小风，整日枯守在家中等待、伺候丈夫张文冰，因为与丈夫之间缺乏交流与

沟通的话题，陷入苦闷与猜忌之中。在马兰的鼓动与影响之下，小风走出了家属区，走进了建设工

地，由昔日被丈夫“供养”的家属变成了和丈夫并肩工作的推土机维修工。在电影的结尾，王福兴

手捧马兰花，自豪而兴奋地去迎接作业归来的妻子，由衷地赞美妻子“看你开的有多好”，马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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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脸埋在花里，两眼幸福地望着自己的丈夫”。①女司机形象重塑了中国劳动妇女形象，突破了行

业性别“属性”，推动了新中国男女平等观的建构。

其次，来自底层劳动妇女的女司机形象呈现了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妇女解放的成就，体现

了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制度的优越性。马克思指出：“在任何社会中，妇女的解放程度是衡量普遍解

放的天然尺度。”②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的目标就是实现被压迫民族和被剥削阶级中的妇女权利。妇

女，尤其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妇女能够突破传统角色规范，获得权力，实现解放，是考量社会主

义革命和妇女解放是否成功的重要指标。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在妇女解放路途上所取得的突

破性进展和成功经验，是新中国制定妇女解放政策、设计妇女发展路径的重要参考。孙桂兰就是

在苏联工程师谢道夫的指导之下掌握了操控火车的技术，由一名在旧时代遭受侮辱与损害的工厂

女工成为自主掌握人生命运的优秀女火车司机，从精神到肉体都获得了自由和解放。马兰从一个

依附丈夫、蜷伏在家庭之内，过着安逸生活的城市家庭妇女，在新时代变为西北铁路建设工地上一

个与丈夫比肩而战、技术娴熟、令人仰慕的优秀推土机手。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新中国的新妇

女”不断涌现的局面，担任中国妇联主席的邓颖超指出：

广大妇女群众的地位起了根本的变化，从旧中国的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变成了新中国

的主人翁，并且正在从被歧视被凌辱的地位，变成和男子平等的公民。

——过去很少妇女或者没有妇女参加的重工业、交通事业、国防建设等方面，也出现了

新型的妇女，如女盘旋工、电车、汽车、火车的女司机、女航空员及跳伞员等等。在国营农场

也出现了女拖拉机手和女厂长。

——综观三年以来我国妇女们所获得的平等权利和特殊的保护，妇女在国家的培养和

爱护下所表现的伟大的力量，证明了人民民主制度的优越性。

——为了我们远大的理想，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踏着苏联人民和妇女走向彻底解放的

道路，满怀信心，热情奋发地前进再前进，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③

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在国家建设时期，张扬妇女解放话语则成为国家意识形态阐释社会主义制度优

越性的重要策略。通过意识形态给予实现妇女彻底解放，赋予她们和男子平等的各项社会权利的政

治与道德承诺，妇女解放成为中国共产党建构政党的政治合法性的重要途径。”④以孙桂兰、马兰为代

表的以底层劳动妇女为主体构成的女司机形象，作为具有政治革命和性别革命双重意义的新生事物、

新形象，从阶级和性别两个层面完成了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的目标，也证明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优越性。

再次，女司机形象彰显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工业建设的巨大成就，同时也为社会主义建设召唤了

更多的建设者。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民族独立和国家建设的核心议题，始

终是在与帝国主义列强和资本主义世界抗衡中展开的。刚刚获得了国家民族独立的新中国，学习苏

联国家建设经验，把大力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作为赶超帝国主义列强、与资本主义世界抗衡的“重

器”。《女司机》《马兰花开》都描绘了热火朝天的工业建设场面，呈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不

论是孙桂兰所驾驶的内燃机火车，还是马兰在西北铁路建设工地上所操控的推土机，它们都是社会

主义新中国工业化建设的代言形象。铁路大幅度延伸、火车快速行进，隐喻着着社会主义工业建设

的疆域拓展与速度提升，它们既是对正在开展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描绘，也是向衰败落后旧中国

① 林艺：《马兰花开》，第6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0页。

③ 邓颖超：《新中国妇女前进再前进》，《人民日报》1952 年9月24日，第2版。

④ 揭爱花：《国家话语与中国妇女解放的话语生产机制》，《浙江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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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告别，更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国家的未来想象。这些穿越职业性别壁垒、僭越旧性别角色规范的女

司机形象，不仅承载着人们对“新中国的新妇女”的想象，而且担负着人们对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想

象。来自社会底层妇女的成功，更能反衬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创造性与伟大力量。“讲述一个掌控、

驾驭机器的新妇女的故事，成为社会主义新中国之激进现代性项目的指涉”。①

孙桂兰、马兰等女司机形象具有强大的示范性和引领性，对她们的成功塑造，召唤着大批家庭

妇女走出家庭，走向社会，踏入社会主义建设行列。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大批劳动力，劳动力匮乏是

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重大问题。大规模工业化建设仅仅依靠男性是不够的，“闲散”在家庭

中的劳动妇女成为国家建设可以开掘的有效力量。由于受传统性别角色理念束缚和现实条件限

制，劳动妇女参加社会工作、投入国家建设需要广泛而深入地动员与鼓励。显然，对于文化水准普

遍低下的劳动妇女，抽象高蹈的理论宣传、政治动员的作用是有限的，而来自身边具体可感的样

板、典范的召唤力量则是巨大的。国家、政府有组织有计划地培养“新中国的新妇女”，是发动广大

劳动妇女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有效策略与路径。当何队副因为土方工程任务紧、人手不够，反对

土方队抽出人员培养马兰的时候，徐教导员指出培养女推土机手的重要作用：“培养马兰的意义，

决不是可以用一方土加一方土来衡量的。她如果能学成了，这对今天的妇女出来参加建设工作，

该有着多大的推动力。”②土方队的随队家属小风就是在马兰的影响与鼓励下走出家庭，成为投身

于社会主义铁路建设的维修工，由依附男性而生存的随队家属变身为自食其力的在岗职工。相对

于政治动员、理论宣传，生动可感的小说、电影、诗歌、绘画等文学艺术所塑造的社会主义新妇女的

召唤力、鼓动力更大。恰如现实世界中的田桂英、梁军是被苏联绘画所刻画的火车女司机、苏联电

影所塑造的女拖拉机手所震撼，从而突破性别陈规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女火车司机、女拖拉机手一

样，新中国有大批劳动妇女是在中国电影《女司机》《马兰花开》所塑造的孙桂兰、马兰的感染与召

唤之下加入了女司机行列，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中坚力量。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底层劳动人民作为主体的女司机群体的出现，是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强国

设想、苏联工业革命与妇女解放经验、共产党的妇女解放理论与实践等共同作用的结果。由葛琴、林

艺两位女作家创作的电影剧本《女司机》《马兰花开》再现了新中国初期妇女解放之历史盛况，成功地

塑造了火车司机孙桂兰、推土机手马兰两位女司机形象。女司机——作为具有性别革命和社会革命

意义的新生事物、新时代劳动妇女形象，既从阶级和性别两个层面完成了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的目标，

建构了新型社会主义性别关系，证明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优越性，同时也彰显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工业

化建设的新成就，为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召唤了更多的建设者。《女司机》《马兰花开》中塑造的女司机

形象，其“所确立的范型意义不仅重新定义了家庭的意义，而且将国家的宏大叙事-生产叙事散播到各

个领域，使其成为超性别化、超年龄化的真理叙事。”③不过，也必须指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这场由国

家倡导、政治动员、政策保障的行业去性别化运动，事实上并没有完全消除中国人传统性别观念，在

现实生活中“行业去‘性别化’和职业分层并行”，在社会劳动分工体系中, 大部分妇女参加劳动的起

点还是“辅助性的、边缘化的”，“在重工业部门多从事后勤服务和辅助性工作”。④

其实，在中国20世纪50-70年代文学艺术所描绘的女司机形象长廊之中，火车、电车、汽车、飞机、

① 马春花：《“女人开火车”：“十七年”文艺中的妇女、机器与现代性》，《文艺争鸣》2014年第6期。

② 林艺：《马兰花开》，第42页。

③ 史静：《主体的生成机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45页。

④ 金一虹：《“铁姑娘”再思考》，《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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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船、推土机等运输工具的女司机形象不多，且有越来越少的趋势。女司机形象的最大群体是拖拉

机手，歌颂女拖拉机手的诗歌、绘画层次不穷。有学者统计过，1950-1976年间涉及拖拉机的版画大

约有150余幅，在这些版画中女拖拉机手占据90%以上。①这种文学艺术布局，不仅仅是作家、艺术家

对生活现实客观记录与描摹的结果，也是潜藏在社会集体无意识中的传统性别观念影响与规训的结

果。拖拉机是重工业制造的产物，但是，拖拉机也服务于农业生产；换而言之，拖拉机是机械化的象

征，更是农业的象征。在传统话语逻辑中，具有繁衍生殖能力、吃苦耐劳精神、甘于奉献牺牲的妇女

常常与大地、农业联系在一起。驰骋在丰收大地上的女拖拉机手，既能体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时代农

业生产大发展，又能在深层意义上接续传统性别观，潜在地满足人们对“女性气质”“女性特征”的理

解，也缓解了“女司机”给人们带来的性别僭越感。1955年发行的第二套人民币中，象征“工农联盟”

的拾元人民币的正面图案为身穿炼钢工装的男工人和怀抱稻穗的农妇；在1962年中国银行发行的第

三套人民币中，象征“农业为基础”的壹元人民币的正面图案是以梁军为原型的女拖拉机手，象征“工

业为主导”的二元人民币的正面图案为男车床工人，象征“工业以钢为纲”的伍元人民币的正面图案

为男炼钢工人。在《马兰花开》中马兰的师傅胡阿根也是被马兰的女性/妻性所感动。胡阿根生病以

后，马兰不计前嫌为他洗衣、做饭，马兰身上仍然保持的传统“女性气质”、所承担的传统“女性义务”，

缓解了胡阿根这个单身男性的性别焦虑。《女司机》《马兰花开》再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劳动妇女解放

之历史盛况，其性别革命意义巨大，同时也有一定的限度。

Creation and Multipl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the Image of Female

Drivers in the Early Years of New China, Taking the Movie Scripts

Female Drivers and Ma Lan Hua Kai as examples
Liu Chuanxia

Abstract: The emergence of female drivers is the concurrent result of nation’s imagination of building a socialist

industrial power, industrial production and women’s movement experience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Communist Par-

ty's theory and practice of women’s emancipation. In literature and art works, the image of female drivers represents the

concept and practice of new China’s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having multiple culture significance. The movie

scripts Female Drivers and Ma Lan Hua Kai written by Ge Qin and Lin Yi, two female writers, respectively, reproduces

the historical event of new China’s emancipation of women by successfully creating the female characters engine driver

Sun Guilan and bulldozer driver Ma Lan. Female drivers, as a new phenomenon and a new image manifesting the signifi-

cance of social and sexual revolution, not only witness that the socialist goal of women’s emancipation was achiev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lass and sex, but also prove the superiority of socialist revolution, construct new socialist sexu-

al relationship, and show the great achievement of new China’s industrial construction, calling for more builders for the

great industrial production. Moreover, during the period from 1950s to 1970s, the largest group of the female drivers was

bulldozer drivers. Their galloping on the harvesting field not only reflects the great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mechani-

zation in the socialist era, but also deeply develop the sexual value from the traditional ones, potentially satisfying peo-

ple’s understanding and perception of“feminity”and“femaleness”.

Key Words: Image of Female Drivers; Female Drivers; Ma Lan Hua Kai; Women’s Eman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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